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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的有机结合
———评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戴　 哲

一、 引 　 　 言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中国乡村经历了一定的挫折和困难， 农民逐渐

沦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和弱势群体。 正如沃伦斯坦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中所说的： “全球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 ‘核心国家’ 与 ‘外围国家’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

等。 发展中国家， 包括现在的中国， 都处在这一体系的边缘， 在一定意义上是受剥削的一方； 在中国

内部， 城市———乡村则又是一种不平等的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按同一逻辑， 复制了国际上的不平

等结构。” ［１］在这一不平等结构中， 乡村 ／ 农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不能发声的客体事实上已经沦

为中国国内的 “东方” 与 “第三世界”。 而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 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处境是这一

现状的显在表征。
“农民工” 这个概念本身便包含着 “边缘化” 的意味： 非农民， 但却也并不具备城市人的身份； 不

得不离开乡村， 却又无法融入城市。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更加边缘和尴尬。 因

为他们在 “城市文化” 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外表和生活习惯与城市青年并无多大区别， 他们没有太多

关于 “乡村” 的概念， 也并不打算回到乡村。① 他们正是吕途所言的 “第三代打工者” ——— “大都没

有种过地， 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 他们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真正的认同， 希望在城市落脚生

根” ［２］ 。 在这个意义上， “身份认同” 和 “融入城市” 对他们而言变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伴随户籍制改

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农民工落脚城市已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利， 但是成为 “城里人” 在非制度层面

而言， 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②

的作者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见， 所以其以此作为出发点和问题意识， 试图打破以往的研究框架， 从研究

视角和方法论的维度上进行突破， 让人耳目一新。

二、 微观观察的方法与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领域的探索

一般意义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宏观层面、 “他者” 立场和外部关系出发， 主要侧重

于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讨论； 当然，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 试图从微观层面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性建构： 譬如潘毅在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性的形成》 中， 通过深入工厂对女工们 （新生代

农民工） 展开田野调查， 发现女工们的尖叫、 梦魇、 疼痛等， 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被扭曲的 “主体” 正

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着抗争， 这种抗争并非主流因而不被关注， 但却预示着 “新兴打工者的主体”
形成的可能。 虽如此， 此类研究却并不以探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制度层面进行身份认同和城市融

①

②

老一代的农民工多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及之前出生的农民工， 他们当过农民， 会种地， 只是季节性地到城市打工， 他们始终

认同农村为自己的归宿， 老了一定会回到农村。
该书由学者袁靖华独立完成， 由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第一次印刷出版。 在对该书的评论中， 我都将使用 “作者”

这一称谓， 并将该书简称为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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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路径和方法作为主要目的。① 而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 的作者试图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
从 “社会融入” 出发， 以 “微观观察” 作为方法， 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 寻找隐藏在其

中的诸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障碍； 与此同时， 作者又另辟蹊径， 将 “传播” 纳

入进来， 以其作为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 对社会议题进行重新讨论和研究。 即重点在传播理论与媒介

实践层面考察媒介与弱势群体的关系， 探究媒介的传播活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重要性， 并

以此寻找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深度行为意识层面融入城市的思路和路径。
基于此种目的和方法， 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的有机结合紧密勾连始终贯穿在本书的整个架构中。

暗藏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领域并影响其社会融入的因素和阻碍， 在作者看来是指社会行动的内在

推动力———社会心理与身份认同， 包括情感态度、 思想观念、 心理意识、 价值判断、 人格素养等非制度

因素。 它们常常以符号障碍和符号资本的分配不公等形式出现， 并诉诸于一系列情绪： 尊重、 歧视、
愉悦、 愤怒等， 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因此， 通常的宏观研究的方式并

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有效把握。 正因为此， 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微观观察的方法， 以进入新生代农民工

暧昧而又幽微的日常生活领域。
对于在身份和阶层上与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便有所 “区隔” 的研究者而言， “微观观察” ———深入新

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显然并非易事。 为此， 作者在具体的论述展开之前， 对研究对象———在浙新

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主， 获得了许多详尽而难

得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得以在著作中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层面所遭遇的却常常被遮蔽的不公，
以及潜藏的情感心理危机： 工作的不稳定性、 权益的受损害、 居住条件边缘化、 青春期情感需求、 日

常生活中的苦闷、 孤单、 压抑乃至受歧视感等等。 某种程度上， 也正是它们导致了在户籍制改革日趋

推进的今天， 身处城市并试图成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加剧的 “身份焦虑感”。 第一手的资料能

够还原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处境， 勾勒出底层边缘群体的生活图谱， 使作者的 “观察” 更加具体和真

实。 不仅如此， 在本书绪论的开头部分， 作者特别提及自己与两位 “打工者” 同住一间病房的经历，
因为这段经历， 使得她还可以以相对于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更加自然和亲近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

的日常生活状态， 并感受其内心世界。 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促使其选择从 “非制度性因素”
入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融入问题。 由此可见， 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的微观观察实际还融入了

自身的 “生命体验” 在其中。

三、 传播学视角的采纳与对新生代农民工传播行为的关注

如果说微观观察只是确认并进入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方式与中介， 那么， 对于 “传播学” 视

角的采纳则是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 的论证得以展开的关键， 也是本书的精妙之处。 从传播

学出发， 结合媒介理论， 探究作为社会学重镇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这一话题， 无疑是一种创

新， 同样也是势所必然。 面对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 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各类媒

介的传播活动有关， 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 那么， 当经由 “微观观察” 进入到新生代

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 为传播学视角找到立足点之后， 具体而言如何将媒介理论与微观观察进行有

机结合， 媒介的传播活动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主要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三个层面的传播行为： 人际传播、 网络传播和大众传播， 探究

传播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具体作用及其影响机制， 从而进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和社会融入极为

重要的微观领域即非制度层面。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 “人际传播” 的研究中， 作者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

工在日常生活中与人 （尤其是所在城市的本地人） 交往的情况， 揭示了他们遇到的关系障碍、 语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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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这也与研究者的角度和关注点不同有关， 潘毅一直致力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并试图发掘隐藏在处于被剥削阶

层的打工者身上的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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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排斥等问题， 其认为这些包含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的符号与媒介障碍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所在城市的

重要影响因素。 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 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 “城市边缘人” 的心理危机， 而又因

为这些影响因素发生于日常生活领域， 所以更容易被忽视； 反过来， 这些因素却也可成为促成新生代

农民工在心理意识层面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网络传播” 逐渐成为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成为 “城里人” 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和媒介。 某种意义上， 新生代农民工又可以被称为

“网络人”， 与城市青年一样， 他们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同时又因为互联网天然具有

的 “平等性”， 因此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与 “网络传播” 进行勾连成为可能。 在此

部分中， 作者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传播、 网络交流、 媒介知识与现代媒介素养， 以及该群体以

此为中介所进行的自我表达与现代人格塑造， 从而探究其是否具备主体意识的觉醒、 通过自我书写重

构自我身份的可能性， 正如 “关注以网络、 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作为符号生产与聚集之地

建构并影响社会变迁中的群体身份的重点途径” ［３］ 。 在 “大众传播” 这一部分， 作者则从符号资本论的

研究视角出发， 重点考察符号的主要聚集生产地———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
讨论经由大众传媒所建构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和相关叙述， 对该群体内在的身份建构的影

响， 并揭示了阻碍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重大符号资本障碍。

四、 与传播媒介紧密关联的社会融入模型的建立

事实上， 作者从微观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 揭示该群体在非制度层面———
日常工作生活方面所遭遇的不公， 并极具洞见地将此观察与传播学视角进行结合， 其更重要的目的则

在于建构一个新的社会融入模型。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 作者结合此前的论述，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

个包括关系维度、 心理维度、 媒介维度、 认同维度四个维度在内的社会融入模型。 其中， 关系维度主

要侧重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测量； 心理维度则被作者用来对新生代农民工

在身处的城市所感受到的疏离感、 孤独感和无归属感等情绪进行测量； 媒介维度则用来指新生代农民

工在其所在的城市中对媒介符号的使用与传播情况； 而第四个维度———认同维度在作者所建构的社会

融入模型中显然是重点， 用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识。 经由认同维度所得出的影响因素，
实则与前三个维度紧密相关———正如作者通过该模型所发现的， 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微

观领域， 各类人际关系障碍、 语言符号障碍、 情感心理缺失障碍、 主动传播的媒介素养等， 是影响新

生代农民工对自身 “城里人” 身份进行认同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之上， 作者认为， 可以从这些因素

出发， 在制度和政策所不能到达的日常生活领域，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入和

对所在城市自我认同的身份融入。
显然， 该著作所提出的社会融入模型的四个维度， 皆与传播媒介有着紧密的关联， 而此模型也正是

作者基于传播学视角所得到的新发现， 更是一种为适应当前现代媒介城市， 因而以同样作为现代媒介

城市的主要参与者———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考察对象， 从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全新的社会融入模型。 在作

者看来， 各类传播媒介已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黏合剂， 在促进社会整合、 构建社会认同等方面承担着

主要职能。 因此，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制度层面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这一话题的研究， 必须将

“传播” 纳入进来以作为研究的特定视角。 在此意义上， 这个新的社会融入模型是对微观观察与媒介理

论或传播学视角有机结合的最好体现。
还应该指出， 该书非纯理论的著述， 包含了很多实证研究的内容。 但因为其涉及对许多重要的话题

和概念的讨论， 譬如身份认同、 符号资本、 传播媒介等， 所以， 对于理论的阐释必不可少， 并成为其

展开具体论述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在著作的前两章， 作者开展了传播学与社会学、 符号学、 社会心理

学等学科交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 重点立足身份研究、 媒介正义论、 符号资本论、 符号互动论等来

建构其研究的理论框架。 正如在对 “身份认同” 这一对于全书都至关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的论述中， 作

者首先在理论层面梳理了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符号学、 文化学、 政治学、 传播学等多学科关于身份

７４１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３ 卷

认同的研究， 综合提炼出身份与符号、 媒介、 传播的关系， 为之后的论述建立了良好的立论基础。 而

正是作者通过对多学科领域以往从事身份认同的研究所作的梳理， 我们可以得见， 本书理论框架的建

构， 是以多学科多维度交叉研究的融合视角作为基础的———不仅是传播学， 社会学、 文化学、 政治学等

学科也都被纳入进来， 这无疑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理论架构的一种创新性突破。

五、 结 　 　 语

通读全书我们不难看出， 作者展开研究时总是试图跳脱那种站在 “他者” 的立场、 纯粹罗列和归

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因素的研究方式———那无疑是描述性的、 更好操作的， 对于研究对象

本身而言并无更大的意义。 作者选择在传播学这一特定视角下， 结合媒介理论， 以微观观察的方式深

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 寻找影响其在深度行动意识层面 （包括情感态度、 思想观念、 心理

意识、 价值判断等） 对城市进行认同和融入， 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的阻碍和路径， 从而使在户籍制改

革和城乡一体化日趋推进的今天， 却仍然处在边缘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出路更加清

晰。 毋庸置疑，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而言， 对于该群体真正从 “不可见” 变为

“可见”、 从 “边缘” 回到 “中心” 来说， “传播” 与 “媒介” 的力量不可忽视， 媒介对身份融入的符

号建构力量显然是作者从传播学出发， 将媒介理论纳入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层面的考察中去的主

要原因。 但显然， 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初期关于 “总体性世界” 的想象中， 所谓总体性的世界意味着存在一种正

义的理念， 这种理念可以落实到经济发展层面， 换言之， 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可以两全其美

的。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 为了经济的发展， 公平、 正义等最高层面的内容被悬置起来， 现代中国社会

的诸多问题也由此产生， 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的边缘处境便是重要的表现之一。 所以， 对于新生代农

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研究， 不仅事关该群体的切身利益， 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这一现实

紧迫议题。 正如劳伦斯·弗雷所言： “接触那些我们社会中在经济、 社会、 政治、 文化等方面都匮乏资

源的人们， 并为之鼓与呼， ……显示传播学对社会正义的敏感性。” ［４］ 显然， 传播学研究对于社会正义

的敏感性———这才是作者选择以 “传播” 作为视角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进行

研究的更加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 借由微观观察的方式， 摆脱 “他者” 的立场， 立足于新生代农民

工的自我主体立场， 进入该群体的日常生活领域， 触碰其真正的内心状态， 真实了解其各方面的匮乏，
这也未尝不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回应。 因此， 作者通过将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有机结合所完成的这

本论著， 不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 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路， 也将传播学的研究与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关联起来， 从而为当前本土传播学的实践研究提供

了新的方向。 而从更高层面的意义上来说，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 还是作者在当今社会中对公

平正义的有力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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